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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

———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

朱月季,张　颖,陈新锋

(海南大学 管理学院,海南 海口５７０２２８)

摘　要　良好的代际流动可以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家庭成员的教育和社会资本是

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重要通道.文章基于２０１３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

教育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探讨两者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机理及区域差异.
研究发现:男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女性子代的

受教育水平并未显著影响代际流动;尽管父代受教育水平并不直接影响家庭代际流动,但它

在男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在农村家庭代际流动中的作用也

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子代通过社会资本路径求职能够促进其向上的代际流动,而社会资本在

女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并未发挥显著作用;进一步的区域比较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的

代际流动不明显,且一级地区、二级地区均呈现微弱向下的流动趋势,三级地区呈现微弱向

上的流动趋势.由此提出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维护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加强农村乡风文

明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信息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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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流动在经济学中反映着两代人的社会地位与经济福利的相关系数[１].从社会角度来看,代
际流动越高越有利于社会财富的更新与替换[２];从个人角度来看,良好的代际流动意味着个体间的发

展机会均等.自Becker等[３]、Solon[４]和 Mulligan[５]等先后提出并用弹性系数估算表示各国的代际

流动情况以来,该方面的研究日渐受到重视.此后,学者们纷纷开始探讨代际流动与实现社会公平、
收入分配合理化之间的关系.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前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

大”,到２１世纪中叶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

著缩小”的目标.２０１８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３９２５１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

１４６１７元① .由此可见,中国的绝大部分低收入者依然在农村,大部分贫困人口主要是从事农业的人

口.孙三百等曾提出当前中国正面临着“代际低收入传承陷阱”的困境,但通过劳动力自由迁移等方

式可以增加就业平等,从而打破这一陷阱,促进社会公平[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近年来在城镇

化的过程中,部分户籍制度、学籍制度和过高的房价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迁移,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

会公平的实现[７].在新形势下,“代际流动”的本质则是要改变低收入者的困境,缩小社会居民收入差

距,让更多的人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新时期对中国农村家庭的代际流动

问题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早期的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与代际流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Becker等指出子代在未来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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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取决于其自身的禀赋和来自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禀赋是指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基因和家庭文化,
生物学中这种继承是随机的;而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接受较多的子代未来获得高收入的机会相对更

大[８].Yang等发现家庭条件较为贫困的父母在子代儿童时期的投资要少于家庭条件富裕的父母,并
且贫困家庭的子女接受教育的质量较低,这部分儿童在未来拥有高收入的机会较少[９].然而子代在

成年后的生活道路也会受到来自家庭社会地位的影响[１０].家庭社会地位处在较高阶层的父母容易

接触到更广泛的资源,可以为子代建立更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家庭社会地位相对弱势的父母对子代的

帮助则较少,机会的不平等导致了收入的不平等[１１].Erola等运用芬兰的数据证实,父母职业的社会

地位对子代成年初期的职业定位起着关键的作用[１２].然而对代际流动的影响重要的不只包括个人

的先赋性或后致性因素,还有社会的开放度,以及社会结构的樊篱和变迁问题[１３].中国的社会流动

是在社会经济制度几度重大改革的背景下实现的[１４],改革开放后随着科技的进步不断产生着新的工

作机会,形成了新的流动空间,由此有了流动的动力,社会结构背景的变化对代际流动的研究带来了

挑战[１５].
纵观现有的文献,学者们从人力资本投资、家庭社会地位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对代际流动问题

进行了研究,也有学者探讨了婚姻配对、种族歧视和姓氏分布等因素对代际流动问题的影响[１６Ｇ１７].尽

管有学者注意到了人力资本投资对子代收入的影响,但鲜有学者关注中国农村父代的受教育水平对

代际流动的间接作用以及家庭社会资本对子代的代际流动的直接影响.在中国农村特有的文化背景

下,这些影响是否存在性别效应与代际流动的区域差异值得更加深入的探究.基于此本研究将从以

下三方面展开:第一,考虑代际流动存在方向上的差别,对代际流动的测算方法进一步改进,并将样本

中代际流动的方向分为“向上流动”“向下流动”和“未明显流动”三种类型;第二,基于有序多分类模型

检验父代受教育水平在中国农村家庭的代际流动中发挥的中介作用以及性别效应;第三,采用子代求

职过程中运用的社会关系表征家庭的社会资本,分析其对中国农村家庭的代际流动影响及性别差异,
并进一步探讨不同区域的代际流动方向.

　　一、理论分析

　　１．代际流动的测度

学者们根据各自的研究情境对“代际流动”做出了不同的定义.Dirk等指出代际流动具有三种

含义:一是某种事物从一代到下一代相对位置变化的运动;二是作为机会(主要是良机)平等的标识;
三是作为生命机会均等的标识[１８].李春玲着重强调了父代与子代之间在职业地位或阶级位置方面

的变化情况[１９].阳义南等总结认为代际流动反映了父代与子代之间在职业、收入、财富等方面的长

期动态关系[２０].近年关于代际流动的研究重心表现为由职业方面的代际流动转移到收入方面的代

际流动.其原因在于,许多学者认为收入是社会成员所拥有的重要经济资源,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

并不能单单被劳动者所从事的职业完全反映[２１].本文对于代际流动的探讨主要强调收入方面的代

际流动,即子代对于父代在收入等级层面发生的变化(以下称为代际流动).
在代际流动的测算方面,Becker等最早根据家庭效用函数建立了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中,代际流

动用收入的弹性系数表示,当弹性系数较大时,表示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较大,即认为代际流

动较低,反之则较高[３].其后,Solon[４]、Fields等[２２]、Abbott等[２３]分别对代际流动的测算模型进行

了修正.学者们一致认为,当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大于０．４时,表示此时该地区的代际流动较低.本文

结合中国研究情境进一步调整代际流动的测算方法.为了更好地表述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方向性,
将代际流动分为“向上流动”“向下流动”和“未明显流动”三种情况.当子代的月平均收入所在的纳税

等级比父代的月平均收入所在的纳税等级高时,家庭代际流动属于“向上流动”;反之则属于“向下流

动”;当父代和子代的月平均收入所在的纳税等级相同时,家庭代际流动属于“未明显流动”.纳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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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详见自２０１１年９月１日起实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表①.

２．教育与中国农村家庭的代际流动

教育是促进农村家庭代际流动关键的一环,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帮助农村家庭获得更好

的就业机会.早期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是唯一一个在减少贫困的过程中发挥长期作用的因素,
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来增加自己的知识和专业技能,从而增加收入,改变自己的生

活条件.教育被看作是一种补偿弱势群体和打破阶级固化的重要工具.当前,彻底解决农村贫困问

题不能仅靠临时的“输血”,而要通过教育等精准扶贫工作开发农民的人力资本达到长期“造血”,从根

本上提升农村家庭增加收入的原动力[２４].程名望等基于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的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研究指出,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能够显著影响农户收入水平,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减贫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２５].也因此,教育对缩小贫富差距、改善社会分层有着重要的意义[２６].
然而,也有研究指出教育是传递优势阶层资源的工具,低社会阶层父代的子女由于资源环境的限

制接受教育的质量不如父代处于较高社会阶层的子女[２７],教育收益率的不同影响了子代未来的收

入.由此可见,教育在农村家庭代际流动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且父代受教育程度对代际流动的影响

讨论还较少.近年来,收入逐渐呈现出性别分层的现象[２８],那么是否是由于教育在不同性别子代的

代际流动中发挥作用不同导致的呢? 再者,农村家庭不同受教育水平的父代会否通过影响其子代的

教育来改善家庭的代际流动? 综上,本文将考察父代与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产生

的影响,并重点关注代际流动在子代性别上可能呈现的差异.

３．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家庭的代际流动

社会资本表征着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源.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是布迪厄在其关系主义方法论

中提出的,他认为个人的社会资本影响着他可获得的能量与社会资源.中国农村社会是一个血缘与

地缘关系占据重要地位的传统关系型社会[２９],它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着成员之间的交

往、合作以及生活方式.在劳动力求职的过程中,农村家庭社会资本能够帮助家庭成员提高非农就业

的机会和社会信任度,对其经济地位的改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社会资本优越的农村家

庭成员可以通过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获得更多的信息与帮助,从而优化子代的求职通道与结果;同时

社会资本也帮助雇主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寻找到更加可靠的劳动力.农村家庭的社会资本推动了

小范围内的信息共享机制,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可能对代际流动存在显著影响.社会资本

的概念相对抽象,存在测量上的困难.本文运用子代的求职途径衡量社会资本在代际流动中发挥的

作用.此外,农村家庭女性“外嫁”观念的独特文化也可能会导致家庭在对子代的社会资源配置存在

偏差.因此,本文还将探讨社会资本在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中的作用是否会呈现性别差异.

　　二、研究设计

　　１．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最新的CHIP(２０１３年)数据,并选取农村住户为研究样

本.农村住户是指户主有农业户口(包括改为居民户口时的户口性质是农业户口)而且户口所在地是

现住的乡镇(街道)内.数据样本按照东、中、西分层,覆盖了１５个省份１２６个城市.
本文首先对所有的农村住户样本中父代和子代的信息进行分离.鉴于在中国农村家庭中,父亲

往往为一家之主,是重要的决策制定者.本文选取父亲作为父代的研究对象.在子代中,本文将重点

探讨代际流动上的性别差异.因此,将男性子代与女性子代样本进行分组研究.此外,如果某个家庭

７７

①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２０１３年的CHIP数据样本,故参考自２０１１年起实施的税率表.个人所得税率是个人所得税税额与应纳所得

额之间的比例.由国家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并且根据个人的收入计算.个税免征额是３５００元,实行７级超额累进个人所得税

税率表(含税级距):(１)在收入免征额以上,但差额不超过１５００元的部分,税率为３％;(２)超过１５００元至４５００元的部分,税率

为１０％;(３)超过４５００元至９０００元的部分,税率表为２０％;(４)超过９０００元至３５０００元的部分,税率是２５％;(５)超过３５０００
元至５５０００元的部分,税率是３０％;(６)超过５５０００元至８００００元的部分,税率是３５％;(７)超过８００００元的部分,税率是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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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现了多个性别相同的子代,本文参考已有研究将其看作是对同一个家庭的多次观测[３０].最后,
根据劳动力市场规则剔除子代未成年(１８周岁以下)的数据样本,同时剔除了存在异常值及缺失值的

样本,例如,年收入为负值或受教育年限为负值的样本等.Couch等认为关于代际流动的研究在选取

样本时,将收入为“０”的样本剔除的做法不合理[３１],所以本文保留了父代或子代收入为“０”的样本.
经过上述处理,本文共获得男性子代的有效配对样本１７６６个,女性子代的配对样本７３０个.

２．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家庭代际流动.数据来自CHIP问卷中的问题“２０１３年这份工作的收入总额(工资

性收入或经营净收入等总额)(元/年)”.本文通过对父代的月平均收入和子代的月平均收入所在纳

税层级进行比较计算并赋值.向上流动,记为“１”;未明显流动,记为“０”;向下流动,记为“－１”.各类

别的数值只是代表层次之间的差别,并不表示绝对性含义.
主要解释变量:本文选取“父代受教育水平”“子代受教育水平”“子代求职途径”以及“父代收入”

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其中,将子代求职途径归纳为三组,即“通过家人联系”“亲戚介绍”“朋友或熟

人介绍”的方式并设置虚拟变量来探讨社会资本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
控制变量:本文参照以往学者的研究[３２]加入其他可能对代际流动产生影响的变量,具体包括”父

代年龄“”父代婚姻状况“”父代健康状况”“父代民族”“是否村干部”“是否参加医疗保险”“是否参加养

老保险”“子代年龄”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各变量详见表１.
表１　变量定义及说明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或赋值

Y 家庭代际流动 向下流动＝－１;未发生明显流动＝０;向上流动＝１

edu１ 父代受教育水平 父代接受正规教育的年限

edu２ 子代受教育水平 子代接受正规教育的年限

soc 子代求职途径 根据“家人联系”“亲戚介绍”“朋友或熟人介绍”设置一组虚拟变量

income 父代收入 对父代的月收入取对数

age１ 父代年龄 统一用２０１３年减去出生年份

age２ 子代年龄 统一用２０１３年减去出生年份

marriage 父代婚姻状况 根据“初婚”“再婚”“丧偶”“离异”“同居”设置一组虚拟变量

health 父代健康状况 很不健康＝１,很健康＝５,从１~５健康程度递增

national 父代民族 汉族＝１,少数民族＝０

vca 是否村干部 父亲是村干部＝１,不是＝０

medical 是否参加医疗保险 父亲参加医疗保险＝１,没有参加＝０

endowment 是否参加养老保险 父亲参加养老保险＝１,没有参加＝０

regional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对该农村所在城市的人均 GDP取对数

　　３．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有序多分类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该模型一般运用于研究在测量层次上并不连续

的变量(定序变量).Logit模型不要求变量满足正态分布或等方差,它的基本表达式为

p＝
１

１＋e－f(x)＝
１

１＋expα＋∑βixi( )
(１)

经过对数变换可得

y＝ln
P

１－P＝α＋Σxiβi＋ε (２)

结合式(２)并根据前文的假设,构建如下模型:

Yj＝α＋β０edu１j＋β１edu２j＋β２socj＋β３incomej＋βizij＋εj (３)
其中,Yj是定序因变量,代表第j个家庭的代际流动情况;edu１j、edu２j分别表示第j个家庭父代

和子代的受教育水平;socj表示第j个家庭的子代求职途径,为一组虚拟变量;incomej表示第j个家

庭父亲的收入;zij代表了其他控制变量,βi表示各个控制变量的系数;εj表示随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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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证分析

　　１．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所有有效的配对样本中,男性子代平均受教育程度达到初中毕业水平,而父代的平均受教育水

平仅是完成小学教育.男性子代与父代的平均年龄相差２７岁,同年度的月平均收入均在３５００元

(个税免征额)以下,且男性子代的月平均收入略高于父代的月平均收入.在女性子代的配对样本中,
子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１１年,接近高中毕业.女性子代的月均收入水平与其父代的月均收入水平也

都在个税免征额以下,但女性子代的月平均收入略低于父代的月平均收入.父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在两个子代样本中无明显差距.详见表２.
表２　样本的基本特征

男性子代样本

平均值 标准差

女性子代样本

平均值 标准差

子代年龄 ２５．６５０ ４．８０１ ２３．６９０ ４．２５７
子代受教育水平 １０．１９０ ２．６５９ １１．２６０ ２．９２５
子代月收入 ２３８３．５３８ １４３９．６９８ ２０１１．６４５ １１３３．６３４
父代年龄 ５２．０７０ ６．１９４ ４９．９６３ ５．８８９
父代受教育水平 ７．５１０ ２．３７８ ７．５１０ ２．３２０
父代月收入 １９５８．３５９ １８２７．１７４ ２１３９．３１７ １５３３．３７０

　　２．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依据模型拟合优度检验的参考标准,模型的卡方检

验统计量均在１％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模型估计结果整体上较好.表３为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表３　模型参数估计

男性子代样本

参数估计 标准误

女性子代样本

参数估计 标准误

向下流动(y＝－１) ８．９７６∗ ４．８４９ －７．２０１ ７．６８９
未明显流动(y＝０) １４．４８４∗∗∗ ４．８６７ －０．７６８ ７．６５３
父代受教育水平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７４ ０．０５１
子代受教育水平 ０．０５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３
通过家人联系 ０．９４４∗∗∗ ０．３５３ －０．０９４ ０．７８７
通过亲戚介绍 ０．２４６ ０．１９９ ０．２５２ ０．３３１
通过朋友或熟人介绍 ０．４４１∗∗∗ ０．１５５ ０．３２３ ０．２５０
父代收入 －０．７４９∗∗∗ ０．０８３ －１．３７１∗∗∗ ０．１５６
父代年龄 ０．５４３∗∗∗ ０．１７５ ０．２１２ ０．２８８
初婚(父代) ０．０２２ ０．４５８ －０．７７９ ０．９３７
再婚(父代) －０．２１７ ０．６６７ －０．０３２ １．１９０
同居(父代) ０．７１７ ２．１２９ －２．４０７ ２．７７６
离异(父代) －０．９１７ ０．７７５ －０．１６９ １．４０５
父代民族 －０．０９６ ０．３２８ －０．４４５ ０．５４０
父代健康状况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２ －０．０７３ ０．１３５
是否村干部 －０．２７０ ０．２７３ －０．４４２ ０．４７８
是否参加医疗保险 ０．８３６ ０．８０５ ０．２０１ １．３６１
是否参加养老保险 ０．００４ ０．２０８ －０．２４２ ０．２９４
子代年龄 ０．１０７ ０．１３１ －０．０１１ ０．１９９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０．０９３ ０．１２９ ０．１２４ ０．２０５

　注:∗∗∗ 、∗∗ 和∗ 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后表同.

　　在男性子代样本中,子代受教育水平、通过家人联系以及通过朋友或熟人介绍的求职途径、父代

收入是影响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显著性因素.而父代受教育水平和通过亲戚介绍的求职途径对代际

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父代收入对代际流动的影响系数为负值

(－０．７４９),表明父代收入越低的家庭,越能促进子代向上的流动.当父代本身的收入水平较低时,通
过家庭资源配置或子代主观努力,子代容易实现在收入水平上的突破,而当父代的收入本身处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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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水平时,子代实现向上的突破是较为困难的.
在女性子代样本中,父代收入是影响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显著性因素.而父代受教育水平、子代

受教育水平以及不同的求职途径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均不显著.其中,父代收入的影响系数

同样为负值(－１．３７１).从前文的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农村家庭女性子代的月平均收入低于男性子

代.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农村女性因社会角色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料理家务,导致女性可投

入其他劳动的时间相对较少,且家庭劳动通常为无酬劳动,所以出现农村男性的收入水平高于女性子

代情况.另一方面,在农村“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且女性在大多数体力劳动方

面不及男性,这可能会使得女性缺乏提高经济收入的积极性,从而导致女性子代受教育水平和社会资

本在代际流动过程中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尤其当父代的收入较高时,女性子代更难实现向上的代

际流动.
(１)教育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影响及其性别效应.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将父代受教育水平纳入

解释变量范围内发现在男性子代样本、女性子代样本中父代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的代际流动均无

显著性影响.男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的代际流动有正向影响,表明男性子代的受教育年

限越长,男性子代向上的流动的可能性越大.这跟教育可以提高子代知识技能从而提升收入水平的

观点相契合.但女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的代际流动无显著影响,这可能与当下就业市场

环境的性别不平等有关联,同时也可能存在农村家庭女性子代主观工作积极性不足,导致教育并没有

在女性择业过程中发挥明显作用.
父代的受教育水平对子代的代际流动未见显著的直接影响,但是否对代际流动存在中介作用需

要进一步检验.有关研究证明拥有较高学历的父母,其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一般也较高[３３].现假设父

代的受教育水平对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存在正向影响,故构建如下方程:

edu２j＝α＋βedu１j (４)
其中,edu１j是第j个家庭父代的受教育水平,edu２j是第j个家庭子代的受教育水平,β为回归系

数,α为截距.
表４　父代受教育水平对子代受教育水平的影响

参数估计 标准误

男性子代

父代受教育水平 ０．３０９∗∗∗ ０．０２６
常量 ７．８６９∗∗∗ ０．２０２
女性子代

父代受教育水平 ０．４２１∗∗∗ ０．０４４
常量 ８．０９７∗∗∗ ０．３４６

回归结果显示,无论子代的性别如何,父代的受教

育水平对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均有正向影响,且均在１％
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表４),表明父代接受教育的时

间越长越注重对子代的教育投入,子代更容易获得更高

水平的教育.这证实在男性子代样本中,父代的受教育

水平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属于完全中介作用,即
它的作用是通过加强对男性子代的教育实现的.父代

的受教育水平影响了子代的受教育水平,进一步影响了家庭的代际流动.而在女性子代样本中,由于

女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对代际流动无显著影响,所以父代受教育水平的中介作用在女性子代中不

成立.
(２)社会资本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影响及其性别效应.社会资本的运用在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

动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在男性子代样本中,通过家人联系和朋友或熟人介绍的方式寻求工作的子代

比通过其他方式求职的子代有更大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其中,通过家人联系这一方式求职的系数是

０．９４４,在１％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通过朋友或熟人介绍寻找工作的方式系数是０．４４１(小于

０．９４４).这说明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在农村家庭代际流动中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别,家庭亲缘关系更

可能为子代提供具有竞争力的社会资源[３４].
社会资本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也存在性别效应.在女性子代样本中,不同的求职方式对

农村家庭的代际流动均无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性别的社会属性,即女性角色承担着更多的家庭

责任,导致其在增加收入方面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３５].此外,农村家庭的男性子代对社会资本的运

用效果优于女性子代,即男性子代通过家庭的社会资源得到的工作实现了收入的向上流动.农村家

庭可能受女性外嫁特有文化的影响,对女性子代社会资本资源配置不足,导致女性子代向上流动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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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低于男性子代.

３．稳健性检验

表５　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总子代样本)

参数估计 标准误

向下流动(y＝－１) ５．１４９ ３．８２４
未明显流动(y＝０) １０．７９１∗∗∗ ３．８３４
父代受教育水平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６
子代受教育水平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３
通过家人联系 ０．６９５∗∗ ０．３１６
通过亲戚介绍 ０．２１３ ０．１７０
通过朋友或熟人介绍 ０．３６６∗∗∗ ０．１３１
父代收入 －０．８９２∗∗∗ ０．０７２
父代年龄 ０．４７０∗∗∗ ０．１４５
初婚(父代) －０．０４８ ０．４０８
再婚(父代) －０．０２０ ０．５８９
同居(父代) －０．６０１ １．３６７
离异(父代) －０．６５５ ０．７０１
父代民族 －０．２３３ ０．２８０
父代健康状况 －０．０５１ ０．０６８
是否村干部 －０．３３７ ０．２３３
是否参加医疗保险 ０．７０１ ０．７０６
是否参加养老保险 －０．０７１ ０．１７０
子代年龄 ０．０６４ ０．１０８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０．０３３ ０．１０８
子代性别 ０．０５６ ０．１８８

在上述研究中,本文分别运用男性子代样本和女性

子代样本对模型进行回归,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现
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原有模型并对整体样本做进

一步分析.结果显示,子代受教育水平、通过家人联系

和通过朋友或熟人介绍依然显著正向影响代际流动,这
与前文中男性子代样本的回归结果一致;父代收入对代

际流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符号没有发生变化;性别变

量对代际流动的影响是正向的,说明男性子代比女性子

代更容易引起向上的代际流动(见表５).估计结果与前

文的结论基本吻合,因此本文模型通过稳健性检验.

　　四、区域差异比较

　　中国农村所处的地域拥有不同的可获得性资源,不
同成长环境为子代获取知识、信息等方面的能力创造着

不同的条件.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区域拥有更多的社

会资源和就业机会,那么,这些区域的农村家庭是否能

呈现较好的代际流动呢? 鉴于此,本文根据２０１７年«第
一财经周刊»发布的城市分级名单,将样本涉及的农村

地区(依照其所属的城市行政区)划分为３组.这些城市排行榜是按照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
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５个维度进行评估的,客观性较强.具体分组情况如

下:位于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管辖区域内的农村归为一级资源地区,即较发达地区;位于三线城市管辖

区域内的农村归为二级资源地区,即发展中等地区;位于四线城市、五线城市和其他城市管辖区域内

的农村归为三级资源地区,即发展较落后地区.区域整体的代际流动统计情况见表６.
表６　区域差异统计量

一级资源地区

向上流动 未明显流动 向下流动

二级资源地区

向上流动 未明显流动 向下流动

三级资源地区

向上流动 未明显流动 向下流动

匹配样本数a ７２ ４６４ ７９ ６２ ４９８ ６８ １０７ １４９８ １００
占该地区百分比 １１．７１ ７５．４５ １２．８４ ９．８７ ７９．３０ １０．８３ ６．２８ ８７．８６ ５．８６
总体流动性平均数 －０．０３９３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１１７
　注:a指在比较地区间的差异时,未做剔除子代年龄在１８周岁以下的样本的处理.

　　表６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农村家庭的代际流动总体上相对缓慢.无论是何地区,父代与子代的收

入差距未发生明显流动的家庭占据多数,这可能是大部分农村居民的收入处于较低的水平,父代和子

代的收入均在个税免征额以下.一级地区中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个体所占的比例都较大,表明一

级地区的农村家庭总体代际流动性相对其他地区较好.一级地区的城市有较好的教育资源①,附近

的农村家庭也可以通过努力接受质量更高、更全面的教育来提升子代的知识技能,同时经济发达城市

的企业数量多,有着更多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因此,一级地区农村家庭的子代向上流动所占比例较

大,这也印证了前文所述子代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有正向影响的结论.在向下流动的情

况中,同样是一级地区最为严重,占该地区农村家庭样本数量的１２．８４％;二级地区中向下流动的农村

家庭占１０．８３％;三级地区仅有５．８６％.此现象可能与农村家庭父代收入水平有很大关系.在二、三
级地区中,由于地区资源条件等限制,父代收入水平不高,子代收入与父代收入水平处于同一等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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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级地区大多由直辖市与各省份的省会城市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组成,这些城市普遍拥有较多数量的高校.例如北京市

拥有８６所高校(包括本科院校和专科院校),广州市有６７所高校,重庆市拥有５８所高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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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较大,向下流动的空间较小.所以,在二、三级地区中农村家庭子代收入向下流动相对较少.各

地区总体流动性的平均数统计显示,一级地区向下流动情况最为严重,二级地区次之,三级地区则呈

现轻微向上的趋势.
从各级地区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具体情况看,一级地区①中向上流动情况最好的是江苏省无锡

市的农村家庭,整体流动性平均值为０．３３３,向下流动的情况较严重的是江苏省苏州市的农村家庭,流
动性平均值为－１．２１４;在二级地区中,向上流动最好的是辽宁省鞍山市的农村家庭,整体流动性平均

值为０．４２９,向下流动情况较为严重的地区是辽宁省营口市的农村家庭,流动性平均值为－０．５;在三

级地区中,向上流动最好的是甘肃省定西市的农村家庭,整体流动性平均值为０．２２２,向下流动情况较

严重的是河南省新乡市的农村家庭,流动性平均值是－０．１６８.由此可见,各地区的农村家庭代际流

动情况也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要结合当地的教育资源与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考虑,并不是资源优势的地

区农村家庭就一定会有更高的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例如,一级地区中的苏州市２０１３年农民人均纯收

入达到２１５７８元②,在同级别的农村地区中处于较高水平,但该地区农村家庭整体代际流动呈现向下

的趋势,这说明子代若要超过父代的收入水平实现代际流动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五、结论与启示

　　当前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渐趋突出,中国农村人口规模仍有约５．６亿,农村家庭良好

的代际流动能够打破社会阶层固化、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社会整体协调发展.本文基于２０１３年中国

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实证分析了教育和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研究结论如

下:第一,子代受教育水平和父代收入是影响男性子代向上流动的重要因素,并且父代受教育水平显

著促进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在男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第二,父代收入是影响女

性子代代际流动的因素.由于女性子代受教育水平不能显著促进其向上的流动,所以父代受教育水

平的中介作用消失.但是,父代受教育水平依然显著影响女性子代受教育水平.第三,社会资本在代

际流动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呈现出性别差异.在男性子代样本中,子代通过家人联系和朋友或

熟人介绍的方式寻求工作更有可能实现收入的向上流动,而在女性子代样本中,家庭社会资本在代际

流动中并未发挥明显作用.社会资本作用的性别差异可能跟中国农村特定文化和就业市场环境有关

联.第四,中国农村地区代际流动的整体情况较差.具体表现为在对区域差异的统计中,所有地区未

发生明显流动的子代比例均达到７５％以上,且在总体流动情况的平均统计中,仅三级资源地区的子

代呈现微弱向上流动的趋势,一级资源地区、二级资源地区均呈现向下流动的趋势.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促进农村家庭代际流动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提升农村教育质量.政府各

级组织应该规范农村地区办学质量,增加公共教育的财政支出,对村一级的学校资金、设施和管理人

员进行合理配置.另外,对农村教职工给予更多关注,激励优秀青年教师助力农村,扎实推进农村教

育水平的逐步提高.第二,维护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加强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政府或社会部门通过

举办集体活动来加强农民之间的沟通,扩展农民的交际范围,倡导不同地区之间农民互帮互助,资源

共享,使得农民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提升农村整体的社会资本水平.此外,加强农村家庭道德建设,
重视农村女性群体的社会资源配置,提高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第三,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
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信息.地方政府配合用人单位和企业定期组织开展就业服务活动,根据农村

劳动者的意愿提供政策咨询和岗位信息,使农民对劳动力市场有更加全面的了解,改善农村女性就业

环境,增强农村家庭的代际流动,实现农村社会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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